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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研究回顾与展望


袁晓玲　李朝鹏　方 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深入

探究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互动机理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城镇化与空气

污染概念解析的基础上，分别从空气污染时空分布及其驱动因素、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空气

污染对城镇化的影响和空气污染治理四个方面对相关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就ＥＫＣ曲线研判、城镇

化对空气污染的作用路径等极具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剖析了不同研究出现差异甚至相互矛盾

的根源所在；指出应从夯实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城市发展系统、加强案例对比分析等方向入手，系统

揭示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交互胁迫的耦合关系，探寻空气污染约束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最优路径，以

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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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

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在巨大成就的背后，中国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空气

污染无论是从影响范围还是从强度来看都十分严重。２０１３年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

《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指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１０个

城市中有７个在中国，中国只有不到１％的大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空气质量标准。２０１６

年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报告》再次指出中国已是全球ＰＭ２．５重灾区，空气质量在１８０

个参评国家中排倒数第２。经过中央与地方政府高强度的环保治理投入，中国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２０１８年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２０个城市已无中国城市。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然经历的阶段，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也曾遭遇严重的

空气污染，如１９５２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６０年代日本

石化工厂附近的烟雾污染等。因此，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针对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

系进行研究，相关成果为发达国家空气污染治理起到了重要启示。中国有关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关系

的研究，特别是与雾霾污染关系的研究则是在２０１３年后，相关研究起步晚但受关注程度极高。近年

来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相关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出入甚至相互矛盾，

因而亟须对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空气污染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为深化相关研究、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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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与空气污染概念界定

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研究属于一个跨学科前沿热点问题，不同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定义均有

所不同，因而有必要梳理城镇化与空气污染概念界定、指标选取的研究成果，来为厘清城镇化进程中

的空气污染相关议题奠定基础。

（一）城镇化

由于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城镇化最突出的表现，且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统计口径、概念理解偏差

等原因，以往学者通常都是以人口居住地、从业状态和户籍来界定城镇化水平，但也有学者使用人口

密度、人口规模表征了城镇化。然而，以人口向城市转移来衡量城镇化是具有局限性的，在以往城镇

化表现形式主要是城乡人口转化时期还具有一定意义，但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期却已不具备代

表意义。

随着发达国家城镇化已基本进入成熟阶段，中国整体人口城镇化率也已接近６０％，学术界对城

镇化的定义已不局限于人口要素角度，开始从经济、空间、社会发展、政府治理能力等更加系统的视

角来挖掘城镇化内涵。如王耀中等（２０１４）在系统总结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城镇化研究的国际动态后认

为，除人口集聚外，城镇化还应包括经济发展（经济城镇化）、空间扩张（空间城镇化）和社会现代化

（社会城镇化）。其中，经济城镇化反映了地区经济状况，空间城镇化反映了城市用地的改变，社会城

镇化是指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２０１４）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包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城市融资更加可持续和有效

约束地方政府财政纪律、改革城市规划和设计、应对环境压力和改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六大领

域。方创琳（２０１９）认为相较于传统城镇化只注重城市发展规模而忽略城市内部各要素间的系统

性，新型城镇化应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城市管理和市民化的有机

统一。

综合来看，随着城镇化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单纯从人口城镇化视角已不足以反映城

镇化综合状态。新时代下的城镇化，更倾向于一种以人为核心，将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等城市发

展要素以更加科学、系统、全面的视角整合在一起的城市发展动力学系统。

（二）空气污染

由于官方统计口径、数据可获得性和监测数据来源等原因，空气污染指标的选取共分为三类。

（１）浓度类，如ＰＭ２．５、ＰＭ１０、ＮＯ２、ＳＯ２ 浓度等；（２）排放量类，如工业ＳＯ２、工业废气、工业粉尘和ＣＯ２

排放量等（严格意义上来说ＣＯ２ 不属于污染物，但为简便起见，本文不作区分）；（３）综合类，如空气质

量指数（ＡＱＩ）、空气质量二级及以上天数和利用数理方法合成的综合指标等。其中，浓度类指标是

对主城区内空气污染浓度值监测所得，数据相对客观，但反映的区域范围较狭隘，使用中强调解释变

量选取的适应性；排放类指标是对行政区内企业排放数据统计所得，统计数据误差可能较大；由于空

气污染是多种污染物复合作用结果，部分学者认为任何单一污染物都难以全面反映空气污染综合状

态，因而选取了ＡＱＩ等综合类指标来反映空气污染程度。

在应用范围方面，浓度类指标是对城区监测所得，以往学者们多采用加权方法来合成省域层面

数据进行研究，但近年来城市层面的研究逐渐增多，这包括３０个省会城市、７４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

１１３～３３７个地级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排放量类指标多应用于行业层面，除ＣＯ２

外极少有学者将其应用在区域层面。ＣＯ２ 数据虽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尚未有权威机构对其进行

披露，相关数据都是学者们根据能耗数据计算所得，多数研究也就停留在国家与省域层面；综合类指

标多是对浓度类指标的合成，因而其应用受限于浓度类指标的监测。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空气

污染物指标，当前研究重心都在从省域向城市再向城市群层面转移。如表１所示为空气污染物指标

介绍、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三类指标中，浓度类中的ＰＭ２．５、ＰＭ１０、ＳＯ２、ＮＯ２ 和排放量类中的ＣＯ２ 应用最广泛，综合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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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ＱＩ也有一定应用，ＣＯ与Ｏ３ 等其他污染物也是常见空气污染物，且在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所占比重

较高，但由于排放量较小、官方统计数据不全面、时间较短等原因，相关研究极少。

表１　空气污染物指标介绍、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指标 介绍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典型案例

浓度类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

ＳＯ２、ＮＯ２

对城区污染物的浓度

监 测 数 据，日／年

数据。

实时、客观反映污染

物浓度变化。

城区监测数据，受限

于监测范围。
城市（群） Ｌｉｎ＆Ｚｈｕ（２０１８）

排放

量类

工业废气、

ＳＯ２、粉尘

行政区企业统计数

据，年数据。

连 续 性 与 可 获 取

性强。

覆盖范围不齐全，存

在统计误差。
行业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ＣＯ２

参考权威机构发布的

碳排放系数和能耗计

算，年数据。

基本能够反映碳排放

总体情况。

碳排放系数与实际情

况存在差异。
全国、省域 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综合类

ＡＱＩ

根据空气质量标准和

污染物影响合成的指

标，日数据。

将空气污染程度以指

数展现，综合反映空

气污染状况。

监测结果受空气质量

标准影响。
城市（群）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空气质量二级

及以上天数

年度空气质量总体判

断，年数据。

反映全年空气质量

情况。

数据口径宽泛，区域

标准不统一。
城市 杨浩、张灵（２０１８）

空气污染

综合指标

数理方法合成的综合

指标，年数据。

方法改进可提升指标

客观、科学程度。

方法权威性、适用性

有待商榷。
全国、省市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三、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时空分布和驱动因素

由于中国城镇化的阶段性与区域不平衡性，不同城镇化阶段的主要空气污染物均有所不同，同

一污染物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特征差异也较大。而识别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掌握其时空

演变规律和驱动因素，是探究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交互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

（一）主要空气污染物

按照城镇化发展Ｓ型曲线理论，１９４９—１９９０年城镇化率低于３０％且以工业化为主，空气污染物

主要是由工业生产和不清洁燃煤所产生的粉尘和ＳＯ２ 为主，空气污染程度和频率都极低；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城镇化增速明显提升并在１９９６年达到３０％以上，开始进入城镇化第二阶段，乡镇中小企业

快速发展导致ＮＯｘ新增成为这一时期的空气污染物，城市建设导致大量悬浮物（ＴＳＰ）和ＰＭ１０排放，

空气污染程度和频率有所增多；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城镇化进入快速提升时期，城镇化率从３６．２％提升至

４６．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机动车普及和城市无序建设导致光化学污染、灰霾天气、煤烟尘等空气

污染问题频率明显增多，机动车尾气排放成为重要污染源之一，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氨气成为新的

主要污染物；２０１０年城镇化率达到５０％这一临界点，增速开始有所下降，城镇化进入由量到质转变

时期，长期不科学的城镇化模式导致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问题高频率、大范围爆发，ＰＭ２．５、Ｏ３、

ＣＯ、ＮＯ２ 均被列为主要污染物（王冰、贺璇，２０１４）。如图１所示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空气污

染物。

综合来看，中国城镇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不科学的建设方式，空气污染有着种类复杂

化、方式轻型化与范围扩大化的特点。

（二）时空分布特征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开除导致城乡人口转换外，也引发了地区间人口流动，并导致

了区域城镇化不平衡与不协调。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特征又作用于空气污染，导致其时空分布不

均匀。

研究发现，城市是空气污染重灾区，城市空气污染平均影响半径为６００公里～８００公里，中国

２８９个城市大约１２．５５亿人暴露于空气污染，只有中国西部４１个城市ＰＭ２．５浓度符合 ＷＨ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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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空气污染物

空气污染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密集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华北平原、长江流域经济带

和汾渭平原等地区（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如ｖａｎＤｏｎｋｅｌａ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最早发布的全球

ＰＭ２．５浓度地图可以看到，中国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密集地

区，并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主，向北延伸至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格局；近年

来，随着珠三角空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汾渭平原空气污染却愈发严重，汾渭平原替代珠三角成为空

气污染防治三大重点区域之一。杨乐超等（２０１８）研究发现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汾渭平原空气污染呈下降

趋势，但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却大幅上升，三省毗邻的渭南、运城ＰＭ２．５浓度呈现高－高聚集区，晋中、吕

梁呈现低－低聚集区。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空气污染具有明显的季节效应特征，秋冬季高、春夏

季低，污染浓度从１月份开始下降，９月份出现拐点，１０月份上升（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２０１６）。

ＣＯ２、ＮＯ２、ＳＯ２ 等污染物的时空分布规律与ＰＭ２．５较为类似，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高、规模大的

高城镇化地区。如杨青林等（２０１７）发现中国城市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京津冀、成－渝经济圈和长三角

等高城镇化聚集区；姚尧等（２０１７）发现中国城市ＮＯ２ 浓度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东部高城镇化地区是ＮＯ２ 重污染区。但也有学

者针对不同污染物得出了具有一定差异的结论，如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指出中国ＳＯ２ 污染最为严重的

城市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城市ＳＯ２ 浓度普遍相对较轻；臧星华等（２０１５）也发现各类空气污染物总

体趋势是北方高于南方且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采暖期和非采暖期浓度变化显著。

虽然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时空分布已有一定研究，但大多研究都是全国和静态层面的分

析，只指出了空气污染集中在高城镇化地区，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空气污染程度提升、影响范围扩

大，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明显相关性。但少有学者基于中国城镇化在区域层面的不平衡性和时间

层面的阶段性来对全国、区域、城市群和省域内部空气污染的时空演变进行动态挖掘。

（三）驱动因素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强度上升、范围扩大与种类增多的趋势，那就有必要探究

导致这种趋势的原因。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主要取决于不科学的城市发展要素、空

间溢出效应和自然环境要素。

１．城市发展要素。现有研究多是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来选取表征城市发展要素

布局的变量，纳入变量一般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集聚、能源消耗、交通模式等要素，多

数研究认为人均ＧＤＰ、煤炭消费量、第二产业发展、机动车保有量和建筑施工是造成空气污染的根本

原因（Ｈａｏ＆Ｌｉｕ，２０１６；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２０１６），但由于研究对象、样本量和研究方法

的不同，就不同城市发展要素对空气污染影响的正负和大小尚未形成一致看法。

２．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发展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空气污染成因，以往研究都忽略了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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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的溢出效应。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大多数空间数据都存在空间依赖性，需要将空间因

素纳入以判断空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因而空间计量、地理加权回归和空间联立方程组

等空间效应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如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对中国２０１４年２８９个地级市ＡＱＩ的空间溢出

效应研究发现，邻近城市ＡＱＩ每增加１％会导致本城市ＡＱＩ增加０．４５％。除空气污染物本身的溢

出效应外，邻近城市发展对本城空气污染也存在溢出效应。为此，李欣等（２０１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研究了长三角地区４２个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发现，周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会加剧本城市雾霾污染程度，而且这一影响（１．８６７％）远大于雾霾本身溢出效应（０．３５％）。然而，不

同空间效应模型在空间权重取值、解决问题侧重点和适用范围方面都各有不同，空间权重取值又直

接影响空间效应测算的准确性，以往研究在模型选取和空间权重取值问题上却都存在一定主观性。

如表２所示为各空间效应模型特点和适用范围的对比。

表２　空间效应模型对比分析

介绍 特点 局限性 适用范围 典型案例

空间计量

回归模型

研究具有空间依赖性问题的方

法，在时间和个体效应基础上

加入了空间交互效应，包括空

间 滞 后 （ＳＬＭ）、空 间 误 差

（ＳＥＭ）和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ＳＤＭ），似然值自然对数最大

为最优模型，是应用最广的空

间效应模型。

需要对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检

验；空间权重取值包含邻接、地

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方法，

需选择合适的权重取值方法；

可通过求导来研究变量的直接

和间接效应影响。

模型最大似然估

计的大样本理论

有待完善；空间

权重矩阵无法完

全反映地区相互

关系。

适用 于 面 板 数

据，多用于分析

变量的直接与间

接效应。

Ｄｕ（２０１８）

地理加权

回归模型

（ＧＷＲ）

英国地理学家提出的将空间相

关性纳入回归模型的方法，运

用邻近区域相关信息对局部回

归参数进行估计，实现不同区

域回归模型系数随空间变化而

变化。

截面数据模型；空间权重取值

包括距离阈值法、距离反比法、

高斯函数法和ｂｉｓｑｕａｒｅ函数

法；通过对各区域逐个回归得

到所有区域待估参数矩阵。

局部回归模型，

但全局内权函数

的距离衰减参数

设定却不变。

样本数据时间序

列短且截面差异

较大。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２０１６）

空间联立

方程模型

将多个回归方程进行联立以探

究各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大

小和空间效应，通常以两阶段

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可反映各变量间的交互影响和

空间效应，空间权重取值方法

与空间计量模型类似。

模型设定极易产

生内生性问题。

研究空间效应与

变量间的交互影

响机理。

梁伟等（２０１７）

　　

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空间效应模型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将空气污染复杂的空间关系简

化为变量间的统计关系难以科学展现城际空气污染的流动模式（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同时，当前研究也

只关注到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却忽视了时间累积效应，未能从动态视角来研究空气污染物在存

量上是否存在历史累积。

３．自然环境要素。除却城市发展要素和空间因素外，自然环境要素对空气污染也有着重要影

响。研究发现气温、降水、湿度、气压、风速、风向等自然环境要素对空气污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

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物集聚和扩散的决定性因素。如周景坤（２０１７）发现降雨强度高的城市无论城镇化

水平如何，空气质量都好；降雨强度低的城市，城镇化过快将导致雾霾污染加剧；降雨强度适中，雾霾污

染主要取决于产业密集度、煤炭使用和汽车拥有量等城市发展要素。此外，气候变化、植被覆盖、地形条

件、海拔高度等自然环境要素对空气污染也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很难被纳入模型，相关研究还较少。

综合来看，当前学者们已从城市发展要素布局、空间因素和自然环境要素三方面探究了城镇化

进程中空气污染的驱动因素，这为研究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不同空气污染

物存在不同驱动机制，目前还缺乏在同一样本和研究方法下的对比分析；同时，也未有学者对不同城

镇化阶段下，不同城市空气污染的驱动因素对比分析；由于缺乏理论基础支撑，在城市发展要素和控

制变量选取时也显得较为随意。

—２９—



四、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由于空气污染与城镇化存在多种表征指标，在对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城镇化对空气污染

的作用路径研究时，相关研究结论差异也就相对较大。即便使用了同样的表征指标，由于城市发展

动力学系统复杂性、研究对象和控制变量的不同，相关研究结论仍存在诸多争议之处。

（一）关系检验

随着ＥＫＣ曲线假说在诸多领域的验证，学者们就将城镇化构建出了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和

高次耦合形式，希望藉此厘清各类空气污染物与城镇化的ＥＫＣ曲线关系。然而相关结论却存在较

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两者呈现“倒Ｕ”型曲线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呈现“Ｕ”型曲线关系，还有学者认为

呈现“Ｎ”型或波浪型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只存在线性关系，只有少数学者认为

两者并不存在相关性。如表３所示为当前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关系研判结果。

表３　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关系研判结果

空气污染 研究区域 时间跨度 城镇化 相关关系 典型案例

ＣＯ２

中国整体

２９省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

１９９６—２０１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户籍人口城镇化

户籍人口城镇化

非农人口城镇化

负向 赵红、陈雨蒙（２０１３）

“倒Ｕ”型 Ｄｏｎｇ＆Ｙｕａｎ（２０１１）

正向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正向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倒Ｕ”型 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

中国整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户籍人口城镇化 正向 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２９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人口密度 正向 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３０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户籍人口城镇化 “倒Ｕ”型 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３３７个地级市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常住人口城镇化 负向 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６６个城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人口规模 “倒Ｕ”型 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１９０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人口规模 正向影响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３大城市群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ＧＤＰ密度 正向影响 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ＡＱＩ

１５９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常住人口城镇化 负向 梁伟等（２０１７）

２８９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建成区比例 无影响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２８９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户籍人口、人口规模、人口

密度
正向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ＳＯ２

２３７个地级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建成区面积 正向 李茜等（２０１３）

１１３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户籍人口城镇化 负向 李静萍、周景博（２０１７）

２８２个地级市 ２０１３ 户籍人口城镇化 “倒Ｕ”型 Ｌｉｎ＆Ｚｈｕ（２０１８）

ＮＯ２

２８２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户籍人口城镇化 负向 Ｌｉｎ＆Ｚｈｕ（２０１８）

１１３个地级市 ２０１４ 人口密度 “倒Ｕ”型 李静萍、周景博（２０１７）

２３７个地级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建成区面积 正向 李茜等（２０１３）

空气污染

综合指标

２３７个地级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建成区面积 正向 李茜等（２０１３）

京津冀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城镇化综合水平 正向 杨浩、张灵（２０１８）

二级天数 １９０个城市 ２０１４
常住人口城镇化，建成区

面积
“倒Ｕ”型 王琰（２０１７）

　　

上述研究存在争议的原因在于研究对象、指标、时间跨度、方法、区域、理论模型等方面的差异，

因而尚未有一般性结论出现。（１）研究对象。不同空气污染物与城镇化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ＥＫＣ

曲线规律，将不同类型空气污染物的ＥＫＣ曲线关系进行对比并不具有意义；（２）研究指标。检验城

镇化与空气污染关系时，空气污染物和城镇化都存在多种表征指标，指标的不统一导致研究结论缺

乏可比性；（３）时间跨度。ＣＯ２ 数据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７８年，而ＰＭ１０、ＳＯ２、ＮＯ２ 数据则是从２００３年才

开始统计，ＰＭ２．５和ＡＱＩ数据更是从２０１３年才开始，空气污染物的时间跨度不同且普遍较短，这可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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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导致相关规律性特征尚未显现；（４）研究方法。空气污染物统计时间普遍相对较短，但部分学者

却将短面板数据应用到了长面板模型中，存在错误统计推断的可能；（５）研究区域。正如不同空气污

染物可能存在不同作用规律，不同地区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关系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特征；（６）理论模

型。即使保证上述条件相同，相关结论仍可能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理论模型构建时，虽然有

ＥＫＣ曲线模型、ＫＡＹＡ恒等式、ＩＰＡＴ模型和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等经典理论支撑，但由于对城镇化系统

理解的差异，控制变量选取大相径庭，并导致了研究结论间的差异。如表４所示为４个经典模型的

特点与适用范围：

表４　环境污染驱动模型异同点

公式及其含义 指标选取 特点 适用范围 典型案例

ＥＫＣ曲线

模型

ｌｎ犈犻狋＝β０＋β１ｌｎ犢犻狋＋β２（ｌｎ犢犻狋）
２＋

犡犻狋＋μ犻狋

分析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间

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环境质量和

收入水平入”倒Ｕ”型关系研究。

犈犻狋为环境质量（可为任何环境变

量），犢犻狋为人均收入（可为任何其

他社会发展变量）。犡犻狋为其他社

会经济发展变量。

检验社会经济发

展变量与环境质

量的一次、二次

和高次关系。

检验社会经济发

展与环境质量关

系的拐点。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

ＫＡＹＡ

恒等式

犌犎犌＝
犌犎犌

犜犗犈
·犜犗犈
犌犇犘

·犌犇犘
犘犗犘

·

犘犗犘＝犳·犲·犵·犘

考察国家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与社会、经济、能源间的关系。

犌犎犌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犜犗犈

为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犌犇犘为国

内生产总值，犘犗犘 为人口规模。

犳为能源碳强度，犲为单位犌犇犘

能源强度，犵为人均犌犇犘。

以 ＧＤＰ为核心

对碳排放驱动因

素分解，检验结

果为等比例。

解释经济对环境

的动态影响。

林伯强、

刘希颖

（２０１０）

ＩＰＡＴ模型

犐＝犘·犃·犜

将环境影响视为人口、技术和富

裕程度的函数，模型假定各变量

影响等比例。

犐为环境压力，犘 为人口规模，犃

为人均ＧＤＰ，犜为单位生产或消

费的环境影响。

以人口为核心对

环境驱动因素分

解，检验结果为

等比例。

解释人口对环境

的动态影响。

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ｌｎ犐＝ｌｎ犪＋犫（ｌｎ犘）＋犮（ｌｎ犃）＋犱

（ｌｎ犜）＋ｌｎ犲

可拓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

型，用于研究人口、富裕程度和技

术对环境的非等比例影响。

犐为环境压力，犘 为人口因素，犃

为经济发展，犜为技术因素。

可在模型中按需

增加解释变量，

检验结果为非等

比例。

环境质量驱动因

素求解。

Ｌ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

　　

除关心二者关系所呈现形状外，还有学者分析了非线性关系到达拐点的时间。如 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通过情景预测研究了雾霾污染到达拐点的时间后发现，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倒Ｎ”型

曲线第二拐点，中部地区还需要１０～１５年时间才能到达“倒Ｕ”型曲线拐点。

综上所述，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不同空气污染物在不

同区域可能有着不同演化规律，相关研究还缺乏系统对比、整理和归纳。为解决上述研究争议，除统

一指标、时间跨度、方法等非技术性问题外，关键在于奠定城市发展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模型，进行深

入的案例挖掘与对比分析，从而科学展现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

（二）作用路径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是环境影响评估最基本的理论框架，模型假定人口、经济与技术是环境最重要的

影响变量，模型允许各变量系数作为参数进行估计，也允许各变量进行适当分解与改进，由于其优良

特性，当前城镇化对空气污染作用路径的研究基本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学者们通过

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或面板模型引入交互项或中介变量方法来研究，研究视角包括能源消耗、人口

集聚和产业发展。

１．能源消耗。当前，就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作用路径和能源消耗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相关研

究还存在争议。Ｌｉｎ＆Ｏｕｙａｎｇ（２０１４）发现城镇化导致碳排放快速上升，并认为这是由于城镇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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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所致；李静萍、周景博（２０１７）虽然也发现空气

污染加剧是由能源消耗造成，但却认为这是城市人口比重和密度变化加剧煤炭消耗所致。但也有学

者提出相反观点，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发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会明显增加住宅和交通能耗，但总

体会减少ＰＭ２．５净排放，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增多加大清洁能源使用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然而，上述研

究主要集中在了能源消耗量方面，未能从能源消耗结构和新能源利用视角进行研究。

２．人口集聚。研究发现，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生活污染排放增加和对城市土地利用的改变影响

了空气污染。冷艳丽、杜思正（２０１５）认为城镇化导致的城市人口增长除通过生活燃煤和汽车需求加

剧生活污染排放外，还通过加大住房市场需求增加了建筑扬尘和钢铁水泥行业污染排放；Ｘｕ＆Ｌｉｎ

（２０１６）、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虽然也认为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剧增导致了空气污染加剧，但其结论侧重于从

住房需求增加导致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来解释；于冠一、修春亮（２０１８）则发现城市人口集聚在不同

时期存在不同影响，初期人口集聚在提高城市土地产出收益同时也加剧了污染，随后居民环保诉求

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增加，高排污成本企业迁出缓解了空气污染。但就人口城际流动、老龄化与二孩

政策等人口城镇化最新动向对空气污染影响的研究还尚未发现。

３．产业发展。产业发展视角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东童童等

（２０１５）认为工业集聚虽然提升了工业效率，但效率的提升却不足以抵消集聚对雾霾的正向影响，因

而工业集聚会加剧雾霾污染。工业劳动产出和资本利用效率则分别作用于工业劳动和资本集聚，降

低了其对雾霾的影响；王兴杰等（２０１５）研究发现投资拉动冶金能源化工产业发展，促使了污染物在

城市局部范围大量集中排放；蔡海亚、徐盈之（２０１８）则发现产业协同水平提高制约了集聚负外部性

对雾霾的影响，而贸易开放与产业协同、集聚的消化吸收过程随时间推移对雾霾的抑制作用逐渐显

著。但上述产业发展视角的研究只是笼统从工业发展视角进行研究，缺少具体行业与产业转移视角

的研究。

总体来看，就城镇化对空气污染作用路径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相关研究还未形成系统且结论缺

乏可比性；此外，由于缺乏理论支撑，针对城镇化对空气污染作用路径的理论推导还较少；在空间视

角上，也只是将城市群发展的影响归结为空间溢出效应，未能关注到城市群间产业、人口、交通的流

动和关联性对空气污染的系统性影响。

（三）异质性影响

以往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影响是同质的，但有学者却发现城镇化的影响会随城市发展阶段而异。

就这种异质性影响，学者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了空间异质性与调节效应两方面。

１．空间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城镇化的不平衡性是导致空间异质性影响的根本原因。Ｘｕ

＆Ｌｉｎ（２０１５）发现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东部呈“倒 Ｕ”型，中部呈正 Ｕ型，西部的非线性影响并

不显著。城镇化初期，中部居民向东部迁移导致城市人口激增，规模效应增加了排放总量，但当技术

效应超过规模效应时其影响变为负向。移民造成的人口损失和低收入降低了中部排放，但中部崛起

战略促使城镇化的影响快速由负转正。西部地区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解释力相对较小；针对雾霾污

染，刘晨跃、徐盈之（２０１７）认为城镇化总体呈现正向影响但作用路径却有所不同。其中，全国层面和

南部地区通过交通压力提升加剧了污染，中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城镇人口增加和就业结构转变扩大了

房地产投资规模和交通压力加剧了污染，西部地区通过扩大房地产投资加剧了污染，东部地区的影

响则并不显著。然而上述研究缺乏对这种空间异质性原因的案例深挖，同一模型对不同地区分别回

归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

２．调节效应。相关研究通常是以门槛效应模型来实现，但也有学者通过对样本主观划分来研

究。Ｃ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以城镇化、居民收入和工业化为门槛变量研究了其对城镇化和碳排放关系的影

响发现，城镇化通过人口和制造业聚集对碳排放呈正向影响，当城镇化越过阈值（４３％）时其影响明

显增强，居民收入的影响与城镇化类似，而工业化在达到第二个阈值（６１．３％）时影响明显下降；梁伟

等（２０１７）则将样本分为高、低城镇化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城镇化对雾霾污染呈现负向影响。当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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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小于６０．８％时，每提升１％会引起雾霾下降０．０１４３％；而当城镇化大于６０．８％，每提升１％会引

起雾霾下降０．０１７８％。然而，以主观方式划分样本来研究的科学性仍有待商榷。此外，无论是门槛

模型或是主观划分，相关研究也都未就阈值本身蕴含的经济学意义进行深挖。

总体来看，无论是空间异质性影响还是调节效应的研究，都只是指出了统计学意义上城镇化对

空气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缺乏分析这种异质性影响的原因与意义；也未能从诸多城市发展要素出发，

来分析不同城市发展特征如何影响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互动机理。

（四）多维城镇化影响

除从人口城镇化视角来研究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等角

度研究了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这为新时代下从更加系统的视角看待城镇化与空气污染间的耦合机理

奠定了基础。

１．经济城镇化。大部分学者都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利用人均ＧＤＰ来表征经济城镇化，但也

有学者使用了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城市单位面积产值等变量。如Ｄｕ（２０１８）以城市单位面积ＧＤＰ产

出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提高１％会使ＰＭ２．５浓度上升０．１３８％，邻近城市城镇化率提高１％会使本城

ＰＭ２．５浓度上升０．３４％；许珊等（２０１９）利用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研究发现，经济城镇化对雾霾的影响在

全国层面呈增强趋势，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并认为

武断遏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并不一定能达到降低ＰＭ２．５浓度的目的。然而，相较于经济发

展水平，城市经济体系现代化更能反映经济城镇化水平，但还尚未发现相关研究。

２．空间城镇化。研究发现城市形态、结构和功能分区对空气污染存在重要影响，但以往研究大

多局限于城市建成区面积。随着中国城镇化步入成熟期，有关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影响的研究开始

增多。Ｓ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板块大小和形状影响了空气污染。城市板块数量

和面积减少、邻近距离和道路缓冲区增加，可缩短通勤距离、降低交通拥堵、减少尾气排放。但也有

学者提出相反观点，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发现“城市连续性”增加可以减少碳排放，但“城市形状复杂性”

增加却会促进碳排放，紧凑的城市形态能有效减少碳排放；Ｆ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也认为城市密集度和连续

度提高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这是由于紧凑的城市形态减少了通勤距离和交通污染。当前，城市形

态、结构和功能分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也是国际研究热点，这对城镇化进入成熟期下的中国城市空

间科学布局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３．社会城镇化。由于社会城镇化尚未有明确定义，因而社会城镇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的研究主

要是从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视角进行。梁若冰、席鹏辉（２０１６）研究了１４个开通轨道交通的城市能

否缓解空气污染后发现，城市轨道交通的减排效应是通过对出租车出行替代来实现，减排效应随人

口规模、密度和污染程度提升而增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Ｃｈｅ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２０１２）发现轨道交

通开通虽然降低了机动车尾气排放中的ＣＯ，但却并未降低Ｏ３ 排放，也未显著改变拥有私家车居民

的出行方式。随着近年来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等新型公共交通方式的普及，也有学者就其对空气污

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同时，还有学者就北方冬季燃煤供暖和“煤改气”政策等城市清洁能源替代问

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当前有关社会城镇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的研究还较少，

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城镇化概念界定尚未清晰。

４．城镇化综合水平。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合成法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从而构建出城镇化综合

水平或城镇化质量指标来研究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如杨浩、张灵（２０１８）从人口、经济、居民生活、

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构建了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标，并利用ＶＡＲ模型研究了其对空气污染的

影响。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构建综合指标难以展现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系统影响，如高明、郭峰

（２０１８）就分别从人口、空间、土地城镇化三个角度分别研究了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构

建城镇化综合指标还是从不同维度来探究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这都只是一种不够系统视角下的

研究。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动力学过程，无论是人口、经济、空间还是社会角度都不足以全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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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综合性指标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化综合水平，但却无法凸显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系

统、动态影响。因此，构建城市发展动力学系统，从更加系统的视角来研究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五、空气污染对城镇化的影响

已有研究证明城镇化对空气污染存在重要影响，那么空气污染对城镇化是否也存在反馈机制？

以往学者关注焦点都是空气污染而将城镇化作为解释变量，几乎未能发现有学者就空气污染对城镇

化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只有部分学者讨论了空气污染对城市发展要素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并未

明确提出“空气污染对城镇化的影响”这一主题，但从新型城镇化概念出发，空气污染对城市经济发

展（经济城镇化）、人口流动（城镇化）、空间形态（空间城镇化）和政府治理能力、居民幸福感（社会城

镇化）的影响也可视为是对城镇化的影响。

（一）空气污染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

在经济城镇化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空气污染对城市经济、劳动力供给损失两方面。如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发现供暖政策使得淮河以北的ＴＳＰ比淮河以南高了５５％，这使得淮河以北劳动力

寿命缩减了５．５年；朱志胜（２０１５）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加剧对就业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产生了显著

抑制作用，空气污染程度每上升１％将减少劳动供给时间０．０１１～０．０１９天／周；谢杨等（２０１６）利用

ＣＧＥ模型研究了ＰＭ２．５对京津冀地区人群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后发现，若对ＰＭ２．５没有强有效的

控制手段，２０２０年空气污染将对京津冀分别造成４４．２亿元、２７．５亿元、９７．５亿元的健康成本损失，

８１．３小时、８９．６小时、７３．１小时的人均劳动供给损失和２．７９％、２．４６％、２．１５％的ＧＤＰ损失。但还

尚未发现有关空气污染对城市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均收入水平影响的研究，更未发现有关

空气污染是否已引起城市经济发展要素转移的研究。

（二）空气污染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

在人口城镇化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空气污染对区域人口转移的影响。如肖挺（２０１６）发现

空气污染会造成人口流失，但这种驱赶效应主要表现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和内地中心城市；席鹏辉、梁

若冰（２０１５ａ）也认为空气污染已造成了地区间环境移民，但这种环境移民效应具有时间滞后性；孙中

伟、孙承琳（２０１８）发现雾霾与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负相关，年龄越大受雾霾冲击越大。地

区层面，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省份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受雾霾冲击更大。与省内流动者相比，跨

省流动者城市居留意愿受雾霾的负面影响更大。虽然，已有学者就空气污染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但还尚未发现有空气污染对逆城镇化现象和城市群形成影响的研究，即空气污染是否会引

起城乡人口的二次转移和二次转移是否可能会改变城市形态的研究。

（三）空气污染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

在社会城镇化方面，学者们关注了空气污染下的政府治理能力、行为和居民幸福感。如席鹏辉、

梁若冰（２０１５ｂ）发现低空气污染时，污染加剧会降低政府环保支出比重，但高空气污染时污染加剧却

未促使环保支出上升，地方政府在环保投资中存在延期机制；黎文靖、郑曼妮（２０１６）发现低空气质

量，政府迫于环境压力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而加大环保投资。当经济发展压力大，空气污染不会带

来显著的投资决策影响，只有在经济发展压力小时才会增加环保投资以改善空气质量。在居民幸福

感方面，黄永明、何凌云（２０１３）发现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在ＳＯ２、烟尘和建筑、

拆迁扬尘排放量高地区的居民更不幸福，我国东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大，而中

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影响尚不显著。然而，虽有学者从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角度研究了社会城镇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但却未能基于这一视角来研究社会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反馈机制。

（四）空气污染对空间城镇化的影响

在空间城镇化方面，目前尚未发现空气污染对城市空间形态、结构影响的研究，只有张可（２０１６）

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城市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单个城市在城市网络结构中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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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地位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促进了城市网络结构的非对称性，邻近城市空气污染会对本城市在

城市网络结构中的控制力和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总体来看，就空气污染对城镇化反馈作用的研究较少，学者们尚未关注到空气污染对城镇化的

负向影响。因此，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这将为空气污染约束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起到重要参考价值。

分析可知，以往学者将城镇化各个维度、各个要素割裂开来研究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缺乏系

统、整合性视角，未来如何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整合成为系统整体来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城

市发展各要素与空气污染间的互动机理，并将这一复杂互动机理利用经济学语言展示将是未来研究

的重点和难点。如图２所示为本文根据以往研究构建的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交互影响机理框架。

图２　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交互影响机理框架

注： 已有研究 ， 有待加强研究。

六、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

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政府空气污染短期治理措施效

果的评价，另一类则是根据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互动机理提出的中长期治理建议，而空气污染区域联

防联控机制（协同治理）是当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

（一）短期治理措施评价

在政府空气污染短期治理措施效果评价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机动车限行和“煤改气”政

策效果评价，研究方法以断点回归、合成控制法和差分法等政策模拟类方法为主。

在机动车限行政策方面，由于北京依靠限行政策治理空气污染取得了一定效果，因而许多城市

也期望通过该项政策来改善空气质量，但大量研究表明限行政策在一定程度能缓解交通拥堵但对空

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却极其有限（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袁晓玲等，２０１８），且会因城镇化、产业和能源结构等

原因而使效果大打折扣（易兰等，２０１８），并可能通过刺激购买第二辆车、延缓旧车使用等渠道来减少

社会整体福利、加剧空气污染（Ｖｉａｒｄ＆Ｆｕ，２０１５）。此外，还有学者比较分析了北京和上海新车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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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政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然而，上述研究所用的政策模拟类方法在判别政府短期治理措施有效

性时，会因无法彻底厘清不同城市间政策实施的差异性而导致评价可信性大打折扣。在“煤改气”政

策效果评价方面，罗知、李浩然（２０１８）研究发现“大气十条”中的“煤改气”政策虽有助于改善北方冬

季空气质量，但其成本远高于燃煤供热，并认为未来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应在清洁用煤上。

总体来看，当前相关研究结论均认为政府短期治理措施效果极其有限，即使部分政策能够起到

空气污染治理目的，但往往也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损失，未来在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制定

时需要因地制宜。

（二）中长期宏观治理建议

根据城镇化对空气污染影响所提出的治理政策大都是中长期宏观战略，需要漫长周期来实现，

较少有涉及微观操作层面的建议，且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来治理空气污染。如Ｌｉｎ＆Ｚｈｕ（２０１８）认为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在于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公

共交通和优化产业结构；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认为空气污染治理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和产业发

展结构调整；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认为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固定资产投资和减少高能耗产

品出口，中西部和环渤海地区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道路网络和清洁煤炭技术，长三角和泛珠三

角应重点发展新能源、推广清洁能源汽车。

虽然学者们的治理建议都具有一定科学性，但却缺乏系统组合性，也未能评价政策建议所可能

带来的经济－能源－环境（３Ｅ）影响，这不利于政策制定者根据相应的目标来选取适宜的治理建议。

（三）空气污染协同治理

由于空气污染的流动性，建立区域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机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共识。

如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认为京津冀的廊坊、长三角的嘉兴和珠三角的珠海，空气污染都是周围特大城市

空气污染扩散所致，因而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Ｈａｏ＆Ｌｉｕ（２０１６）认为任何地

区单独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是无效的，只有区域间相互协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起到空气污染协同

治理的目的。然而，虽然区域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是研究共识，但就如何进行协同治理的研究却很少，

只有部分学者就协同治理的责任划分、财政政策、补偿机制和制度逻辑进行了分析，但仍缺乏整体性

与系统性的研究。

同时，还有学者从气候变化角度分析了中国雾霾污染的成因，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是加剧雾霾

污染的主要原因，未来空气污染治理不能只考虑区域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还应考虑多种空气污染

物间的协同治理。研究发现各类空气污染物排放有着明显趋同性，可以通过各类措施实现协同减

排。如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指出太原的硫减排政策会带来５０％～９０％的碳减排效益，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发现上海的能源政策不仅可以明显减少ＳＯ２ 和ＰＭ１０排放，对减缓碳排放上升也有着重要

作用。但上述研究都只是相关政策的模拟结果，缺乏对政策实际效果的科学检验。也有学者从行业

角度研究了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如电力、钢铁和水泥等高污染行业硫氮碳协同减排效果的评价，但

从区域层面来研究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特别是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关系的方

向、大小和影响因素等基础性问题的回答。

总体来看，相关治理建议通常是中长期战略层面的，既未能给出３Ｅ影响评估又缺乏具体操作层

面的建议，难以在短期起到空气污染治理的效果；政府短期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又通常会陷入“一刀

切”的困境，缺乏区域差异化设计和政策强度把控；虽然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是当前共识，但就如何进

行协同治理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多种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的研究还尚未发现。

七、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学者们就中国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互动机理已进行了一定研

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进程中空气污染物时空分布和驱动因素、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空气污染

对城镇化的影响和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四个方面。（１）中国空气污染主要集中在以京津冀、长三角、珠

—９９—

袁晓玲等：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研究回顾与展望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三角和汾渭平原为代表的城市群，高城镇化水平和发达的城市群地区是空气污染重灾区，不合理的

城市发展要素布局、空间溢出效应和自然环境要素是空气污染的根本原因。（２）大量学者检验了城

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并根据ＥＫＣ曲线假说探究了二者的关系形状，但由于研究对象、指标、时间

跨度、方法、区域和理论模型差异，相关结论差异较大。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作用路径主要是从能源

消耗、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等角度来研究，作用路径会随城市发展特征的改变而改变，经济、空间、社

会城镇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对空气污染也存在重要影响。（３）空气污染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还很罕

见，相关研究仍停留在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治理能力和居民幸福感影响等方面，检

验两者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研究就更为稀缺。（４）基于相关结论，学者们在从中长期宏观战略

层面给出治理建议外还对政府短期治理措施效果进行了评价，并认为协同治理是当前的基本原则。

虽然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关系的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１）指标选取争议大与

数据质量低。空气污染与城镇化均有多种表征指标，特别是城镇化表征指标，即使是人口城镇化也

存在多种计算方法，这是造成研究结论差异大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层面无论是空气污染还是社

会经济发展数据都存在时间跨度短、数据缺失严重和获取难的问题，这是制约研究科学性与可信性

的重要因素。（２）理论基础和模型尚存争议。有关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互动机理的研究大多以ＥＫＣ

曲线假说和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为理论框架，但就模型的适用性并未过多讨论，存在遗漏变量可能。相

关研究多是从实证层面开展，缺乏理论推导，因而未得到一般性结论。同时，以往学者都是从城镇化

的一个或几个维度来研究其与空气污染的关系，未能形成系统性框架来研究城镇化、城市群发展与

空气污染间的互动机理。（３）缺乏空气污染对城镇化负向反馈机制的研究。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

双向胁迫的交互耦合影响机理，针对城镇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的研究虽不全面但已较为丰富，然而极

为罕见空气污染对城镇影响的研究，因而无法展现两者间的互动关系。（４）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针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都是中长期宏观战略层面，缺乏短期内的可操作性建议。

虽然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是研究共识，但就如何进行协同治理的研究还较少，区域层面多种空气污染

物协同治理关系的研究也未得到关注。

基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以往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从四个方面拓展：（１）完善城

镇化与空气污染理论框架。在研究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理论模型时，构建城市（群）发展系统与空气污

染互动理论框架，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来完善研究框架，为空气污染约束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研究奠定理论基础。（２）完善空气污染对城镇化影响的机理研究。在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互动理论框

架基础上，依据中国实践来进一步检验、修正理论框架。（３）探究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机理。中国空

气污染有着污染物多元化、程度严重化、区域广泛化的特点，除区域联防联控外，还需要探究多种空

气污染物间的协同治理关系以降低治理成本。（４）探索空气污染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当前

中国城镇化建设已到了由量到质转变的关键时期，城市群则是城镇化的高级形式，未来中国城镇化

建设的主要方向是新型城镇化和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因此探索空气污染约束下的

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模式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为达到上述目标，需要环

境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研究者通力合作，真正实现跨学科交叉研

究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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